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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要“重新补一补课”[1]。当时，社会学、政治学等

学科的带头人纷纷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研究要跟上新的时代需求，就必须建设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可

是，费先生明显感到，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阐述的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还很弱，其高质

量的实证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储备”还远远不够。今天，中国早已被卷入全球化体系之中，全球化已然

成为中国有机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境中，与其谈论中国，不如谈论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然而当我

们试图理解全球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面对复杂多变的新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成熟

的知识体系，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既有的理论是碎片化的和不

系统的，引用和采纳的源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即使在其产生的国度，也遭遇到全球时

代的思维失效的问题[2]。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塞勒尼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学实际上处于三重危机之中：

丢掉了政治上的吸引力；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应对“方法论革命”；不确定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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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行重行行”的反复论证，我们逐步领悟到了一种建立在“志在富民”社会诉求基础上的情怀和基于“从

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江

村学”的真谛是“从实求知”，其意在不断地“从实”中建设能够清楚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又在“实践”

中持续推进对“实”的理解和对“从实”的验证。正是基于对“实”的扎实认知，费先生进一步严肃地提出了

“文化自觉”，将其思考又延伸到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把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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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1]。英国社会学家厄里也指出，要能够理解“后社会”年代，社会学就必须摆脱适应于前全球秩序的

僵化的社会性解释方式[2]。因此，我们深感中国社会学需要“再补一补课”。今年是费先生“江村调查”

80周年，我们追随费先生持续七十年的“行行重行行”的脚步和由江村调查出发而构成的研究思考，

逐步领悟到了一种基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

“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

一、江村研究与“从实求知”

江村研究介入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与其说是一次西方理论的旅行，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在面对

复杂多变而又不确定的现实所作出的学术选择，重要的是它既提供了介入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可能，又

彰显了中国社会学人参与世界知识生产的勇气与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江村研究所秉持的始终扎根

于社会生活实践、“到实地去”观察、体验和探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种“江村范式”或“江村

精神”，影响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学者投身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地实践进程之

中。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它是以文化主体性为社会诉求，以文化自觉和学术反思为思维路

径，以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和理论化为学科目标，以整体性审视为分析视角，以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为方法准则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和解读中国社会的理论与话语建构。

费先生以江村研究为代表的社会研究方法，强调的是“到实地去”，并以“从实求知”和“实事求是”

的原则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江村研究”的精髓和核心就是强调“从实求知”、“实事求是”，这是“江

村学”的灵魂也是费先生思想的立基之本。然而，我们对“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内涵的深入挖掘不

仅不够甚至是刚刚开始。“从实求知”关乎到我们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与传承；关乎到我们是否具备从

全球性的视野，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理解中国并向世界解释中国；关乎到我们是否能够就中国社会的

阔步前行与全球新秩序中的中国角色，展开“实事求是”判断的能力。没有“实”就没有真正的“知”，

“知”是从“实”中所生成并由此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的基础。然而“实”与“知”这两个概念本身都具

备多维层面且处在不断变动地过程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具备将“第一认知”、“经验认知”上升到

“知识”时去伪存真的明辨与省思；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丰富知识体系来认识不断变化更新的“实”，从

而尽可能地接近“从实”进而“求知”。然而依据怎样的原则“到实地去”才能真正进入到“实”？通过什

么样的途径，来贴切地理解和构建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如何“从实”又怎样“求知”？这一系

列的问题，我们感到可以从费孝通先生建立在“从实求知”基础上的“江村学”得到启示。

二、“实”与“知”

在我们看来，费先生所认知的“实”是具有丰富含义的，知识体系本身是涉及多层次、多维度的内

容，是来自对不同的“实”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所谓“知”，是指认识和解读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的知识

体系，而这套知识体系是具有其自身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的。

“实”固然指“实地”，但“实”首先是“着眼于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任何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都不

能脱离对当时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把握。这种实际情况包括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的实际

条件。对于社会生活而言，社会发展趋势是一种提供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背景，而社会生活的实际条件

是约束变化的各种限制性因素。对于这一“实”的了解和把握，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社会问题的切入点，

使我们对问题的认知能够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从而不至于让问题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虚论说。

[1]伊万·塞勒尼：《社会学的三重危机》，〔南京〕《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

[2] John 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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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的江村研究是“着眼于人”的，实际上费先生是为那些积极改善自身生活的中国农民着想——他

们的生活如何能好起来，他们寓于其中的社会如何才能进步，概言之，富裕起来的他们又如何走向更

文明的社会。费先生的江村调查充满了对鲜活的经济社会实践及其变化的思考和分析，反映着他要

为这个变化提供合适的智力支持。基于这样的“为了成事”，他用心安排每次的调查，他的调查研究都是

经过多年多次的追踪论证的实地观察，由此他的一生留下了“三访江村”、“九访江村”这样的经典之作。

第二，“实”还是指实际生活，是面对实际情况选择的符合自己需要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实”这不

仅内含着实际生活的客观现状，还包含着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实际生活现状的一系列追问与认识。

比如，人们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被动接受所致，还是努力加以改变？费先

生在“江村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民为改善和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条件，能够积极地接受外来知识分子

的支持和帮助，主动地参与到技术与文化的变革活动中。然而，农民对西方文化和工业技术的接受，

并不是以完全抛弃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前提的。因此，费先生强调要懂得现实生活中民众

自主性的选择机制，由此可见“实”又是由民众做出选择的实际情况来体现的。

第三，“实”又是具体的，指的是研究者的实践反思。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需要通过实地

调查去发现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社会实际去验证和确认问题是否“真实”，即是不是“真

问题”；二是研究者在追问与破解追问中，可能创立一套解释问题、分析问题的观点，也可能引进或借

鉴某种理论来加以分析和解释。这就需要通过认清实践的内在逻辑去为这套解释问题的理论方法工

具来勘误，去验证其对实际问题的解释适用性与合理性。因此，不论是创新的自主性理论，还是引进

或借鉴的外来理论，只要其能够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实际发生的问题，能够经受住在实践中的反复检

验，就是具有质量的和接近可靠性的，就是可以被研究者批判的接收与使用的。费先生的“江村研究”

鲜活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其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不仅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所需要面

对和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人针对不同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三、“实”与“从实”、“行行重行行”

所谓“从实”，就是怎么进入并深入“实”的问题，即如何发现社会真问题的问题。研究者总是会强

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导向、从问题出发、发现真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但怎样的问题才是“真问

题”呢？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切入问题要以认识论为基础。

一般而言，切入“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文献尤其是研究文献，从已有研究中发现问题。这

里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其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需要面对

并加以解决的真问题，要对其作出确定的判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和

分析又常是建立在各自认知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这些社会现实的基础很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得出的

解释问题的观点或理论也存在差异性。由此，我们很难确认这些观点和理论是否适合于解释提出或

引荐这些观点与理论的研究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另一种切入“问题”的途径，是通过社会实践

获得对社会现实中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炼出的问题。然而，这种从社会现

实中发现的问题，也可能不是“真问题”。如果研究者对其自身认识问题的视角没有清醒的认识或反

思，就可能在做着“西方的命题+中国的证据”的假知识[1]，即滥用丈量西方社会的尺度和标准来看待中

国的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发现问题之前就预设了一种价值判断，因此是很难发现真问题的，基

于这种视角所得出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其质量与可靠性都是存疑的。因此，无论是来自前人研

[1]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上海〕《学术月刊》201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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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提出的问题，还是通过实践调查所发现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就确认为“第一认知”，要确认“第一

认知”是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反复加以检验的。“真问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

“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

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其意就在不断地“从实”中建设能够清楚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

江村，作为费先生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之一，也是费先生躬耕一生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

化接榫之处”[1]这一核心命题时不断追踪与回溯的地方。费先生的“江村研究”持续了近七十年，这是

近现代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史上持续跟踪调查时间最长，并且跨越了“文野之别”产生广泛且深远影响

的追踪田野调查研究。自1936至2002年，费先生重访、三访、九访、再访江村共计二十六次。半个多

世纪以来，费先生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的“行行重行行”，先后提出了“调谐城乡关系与乡土重建”、“区域经济与小城镇模式”、“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反思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社会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正是得益于持

续七十年的对江村的跟踪式地田野调查，费先生得以将“行行重行行”的脚步与认识，始终植根于具体

而系统的实证研究之中，完成了一次次“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从“第一认知”到理论与知

识体系建构的“二次航程”的反复论证。

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对“实”的理解与对“从实”的验证。这里的验

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验证问题。当西方学者将费先生江村研究所反映的问题看成是中国农村面对

西方文明而发生的现代化变化时，费先生并不是通过江村的单一个案来加以说明和解释，而是重新深

入乡村，选择不同类型的乡村进行实际调查，以验证这一问题的真实性。同时，费先生又通过长时段

对江村的反复调查来验证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西方文明通过工业下乡并没

有在农民的观念与乡土范畴中带来深刻的变化。二是验证理论。一种理论是否适合对中国社会的分

析与解释，也是需要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来加以验证的。在这层意义上说，费先生通过自己的江村实

践验证了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方法是可以跨越“文野之别”的，社会人类学的目光可以

从所谓的“野蛮人”转向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2]。其次，费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遭遇西方文

化影响时的现代化变迁，运用社会变迁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并反复验证了该理论在理解中国社会

变迁时的适用性问题。费先生的江村研究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乡村研究，而是一种“在乡村做研究”，

是以“江村”着手却着眼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性社会、世界体系等不同的研究层次，“江村”并不是一

个狭隘的单一的村落空间，而是各具特点的众多乡村类型，通过比较分析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中国

乡村社会。有基于此，费先生在云南三村的研究和之后的“行行重行行”中又验证了类型比较法在检

验“真问题”时的合理性。

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又是建立在对“实”的扎实认知基础上的多重反思。反思既有对“实”的

认知的反思，又有对理论不足的反思，还有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费先生对农民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

应对现代文明的自主性创造的反复认识与深刻反思。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揭示了土地制度、资源配

置方式、劳动分工与维系农民社会生活秩序的复杂关系。费先生曾认为，农民是可以以土地与乡土文

明为基础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其保持着一种自主性能力。但当费先生看到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遭遇的农民问题时，费先生深刻地意识到这种自主性的能力并不是始

终存在的。

[1]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沈关宝：《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上海〕《社会》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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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中提出的农民问题 ,其实是那些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里生活惯的人,
一下子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市民时提出的问题；是外来的力量要使一个地区的农村在一两年里, 迅
速进入西方人用几个世纪才建成的现代化大都市时提出的问题。这一难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将一个符

合现代化工业经济所要求的行政体制按在一个农村经济基础之上。针对这一问题，依照当时被普遍

接受的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是要求现代技术的引进必须有适合现代技术的人，所以，农民进入现代企

业必须要成为现代人，要接受现代秩序和现代制度才能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而费先生看

到当浦东的征地农民“离土”后，现代企业无法消化这些农民，现代化与现代人的理论所存在的不足。

因为现代人的要求不再停留在对生产领域的适应上，还需要在流通服务领域的适应能力。不然，农民

的观念永远无法嵌入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出现一个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及与此相应的行政体制的“旧

皮”,如何接受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要求的行政体制“新皮”，即“两张皮”的问题。

再比如，尽管马林诺夫斯基称许“江村”使“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1]，但费

先生的“江村”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单一的村落空间，而是各具特点的众多乡村类型，通过比较分析所

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中国乡村社会；费先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也不局限于简单化的“在乡村做研

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乡村场景，在乡村与现代城市社会互动的视角下关注和审视乡村社

会。由此，“江村”便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是一种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相互交织和勾连的整体性

社会；进入到21世纪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又将研究

视野从对中国社会与外部西方世界的关联性分析上，并更进一步将中国社会放置在世界之中，从“中

国融入世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视角去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

费先生在“从实”中“求知”，又在“行行重行行”中验证与反思对“实”与“知”的认识，其背后是建立

在“志在富民”的社会诉求基础上的情怀与境界。事实上，与费先生同时代的中西方学者都同样在思

考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将问题抽象化，即不将“实”形式化或虚化，而是深入去挖

掘“实”的内涵，提高对“实”的认识，这样才能找到“志在富民”的逻辑起点。费先生面对的问题是一个

本土性的社会现实的思考，但他不排斥“洋为中用”，同时费先生认为“洋”不能左右和主导“中”，“洋”

应该是依据“中”的“实”而被选择的，至于如何选择，就需要“从实”验证。因此，要消化“洋”的理论，就需

要有一个能消化“洋”理论的“胃”[2]，如何消化、吸收都需要有一个经过“实”来加以检验和筛选的过程。

四、“从实求知”、“文化自觉”与“美”

费先生“在江村”逐步深入与持续拓展的追访研究，从对乡村系统的功能性解释，最终扩展至对世

界体系的总体性把握，其着眼的是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认识、解读与反思。20世纪末，这位书写

了一个世纪光阴故事的老人，基于社会变化超出了以往的想象，深感“马不停蹄的跑，越跑越觉得自己

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3]。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在《孔林片思》中预见了21世纪乃“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并指出在这个时

代里，思想上理论上必然会有很大的争论，中国应当在世界思想之林中有所表现，只有参与争论才能

从中筛选出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费先生是在山东考察期间，在参观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又

到泰安登泰山的情境中展开思考的，从登山费先生想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也想到了建设一

[1]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王铭铭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究座谈会实录》，〔兰州〕《西北民族研究》2016
年第1期。

[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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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科的艰巨性。山东考察结束的十天之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的讲话中，费先生开始

以其世界性的文化战略眼光，为当代世界秩序召唤一位新孔子。“这位新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

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面对新时代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因此费先生希望

能够在“新的未来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

寻找一个办法。”[1]然而新的孔子不会凭空而降，而“只有紧紧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

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2]。但是“许多东西在我们的周围正在不停地

发生着变化，我们却往往没有感觉到”，特别是当中国在快速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转型过程中，其自

身的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复杂变化，这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

复杂变化，远远超出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规则。

面对当时世界政治社会秩序发生着的重大变化，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自觉”[3]，文化自

觉既是思想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也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文

化自觉强调对文化的自知之明，是要知道我们自身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什么，

它又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对于我们来说，文化自觉也是取得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发现和提升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我国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是要通过更好地认识中

国自身来认识世界，又通过理解和认识其他各国的文化来更好地认识中国。当中国社会刚刚被卷入

全球化进程的时候，由于对国际形势缺乏深刻的了解，我们的认识可能会出现一时的迷茫。但经过这

些年来我们对全球化的“实”有了更多一些的认识和理解，也逐渐拓宽了应对变化的自觉和自主，也开

始提出创业、创新以及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张。那么，理论界将怎样去回应这种变化。早在九访江村

时，费先生就指出“我们要回答高速发展是否扎实的问题，还得追问，持续发展的高速度是从哪里来

的？”由此费先生反思到以往的理论多是对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解释，我们已经遭遇并将持续

面临到理论创新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现实。现在社会开始出现朝向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流动性社

会、网络社会变迁的趋势，社会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多元、更为不确定，产生于现代化、工业化的理论的

解释力已经面临明显不足的挑战，由此中国社会学急需“再补课”。

2010年在学习和领悟费先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团队提出了费先生一以贯之的追问即

“文化主体性问题”。五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也深感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后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社

会学如何“再补一补课”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应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找中国现代化的主体

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启动了市场化、个体化

的历史进程，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重新发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中国是

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在民族交往中相互融合，但又保持一

定程度的独立性。面对如此源远流长且高度复杂的文化形态，如何厘清其内核，是“文化自觉”的根本

议题。全球化既是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不同国家、地区、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争夺全球化话语和利

益主导权的过程。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挑战甚至危机，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一种多元文

化的形成。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多元性，不仅出现了本土文化的多元融合，也出现了世界不同文化间

的频繁互动。费先生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体观、文化的共生与文明的对话等视角来讨论全球化与地方

社会对应关系的[1]。费先生认为,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

[1][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第299页。

[3]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福州〕《理论参考》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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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对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

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

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要迎接这一挑战，首先就要允许文明之间

“和而不同”，因而构建允许各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基础很重要，这样各文明才有可能具备“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的境界，才能期待在“美美与共”的心态秩序中走向一个“天下大同”的全球社会新秩序[2]。

总之，今天世界形势已经走在了我们思想的前面，我们无可避免的必将面对如何构建有质量的，

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认识中国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实求知”，还需要在不断地

“从实求知”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使“文化自觉”成为孕育“文化自信”的土壤，其本质上就是把

自身的文化放置在历史脉络之下，从中华民族内部及其同世界的关系中进行自我反思和再造，寻求自

身文化在变动中所形成的新特质，辨识这个特质在面对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全球关系重构时的优

势和不足。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具备“从实求知”的能力，只有在持续深入的“从实求知”中我们才

可能不断认识和接近重建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和实质内核。“文化自信”还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在“文

化自觉”中深入理解“实”与“美”的关系，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获取反思自己和欣赏他者的能力，

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追求中获取实现中国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自我重生的智慧，从而实现自身

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化，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全球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独特贡

献。然而，这些愿景的实现，将会不断地超出我们既有的认识和能力，而这个时代的巨变的“实”也远

超于我们已有的想象。面对已有与未知的挑战，深耕费先生建立在社会生活实际基础上的“从实求

知”的“江村学”的精髓，或许能为我们“开悟”。我们今天学习费先生思想的这些体会还是初步的，希

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责任编辑：方心清〕

[1]麻国庆：《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广州〕《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2]参阅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Knowledge from Practice”and Its Paradigm:
“the Study of Jiangcun Village”

Li Youmei

Abstract: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well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knowledge system on China’s soci⁃
ety, which is critical to understand and reflect this society and complicated issues it confronted in the global⁃
ization era, the core is to understand the“reality”of China. By studying Dr. Fei’sstudy of Jiangcun Village
and the method of repeated demonstration, we echo his“ambition in the people rich”and appreciate his epis⁃
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which are concluded as“knowledge from practice”and“seek truth from facts”.
The study of Jiangcun Village is to be a paradigm for followers because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practice”
and“facts”simultaneously. Based on a well-established social cognition, Dr. Fei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on world order and civilizatio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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